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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结构配置的阶段变化与农业机械化发展探讨 
匡远配，彭 鼎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结合蔡昉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分析了要素结构变化、矛盾冲突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特点及

其发展阶段归因，研究得出：“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农业劳动力“淤积”在农村，资本要素不足，农业机械化

发展缓慢；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农业机械化水平随着要素流动半径加大而提高；刘易斯转折阶段，出现要

素短缺，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减缓；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要素市场竞争促使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提高。因此，

农业机械化发展出现减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和必然结果，在这个连续谱全景图框架下，需要规范土

地流转并实施土地改良工程，规范农机补贴流程，提高农机行业制造水平，加快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实现农业机械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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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iodic changes of factor structure configu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KUANG Yuanpei，PENG Ding 

(Economic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Cai Fang’s method of divi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the changes of factor structure, 
conflicts of elemen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s stage 
attribution have been analyzed.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Malthusian trap development stage, larg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silted up in the countryside; the capital element was insufficient;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veloped very 
slowly. In Lewis d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factor flow radius. During the Lewis transition period,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el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lowed down.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factor market competition spurre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evel to improve quickly. Therefore, the deceleration of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th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continuous spectrum panorama,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circulation of land, to carry out 
land improvement projects, to standardize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ubsidy proces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so a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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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战略层面正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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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73080） 
作者简介：匡远配（1973—），男，湖南武冈人，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出农业现代化战略，旨在推动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是将科技和工业装备包

括新型机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农业生产的规

模化、数字化、智能化。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

主要特征之一[1]，可以说，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

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农业机械

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土地生产率

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6]。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9



 
 

第 22卷第 4期       匡远配等 要素结构配置的阶段变化与农业机械化发展探讨              25 

 

年我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102708 万千瓦，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 70%，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农机生产

和使用大国，但总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正

逐渐减缓，呈现出与城镇化诺瑟姆曲线相似的发展

特征。农村土地、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是农业资

源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农业机械化呈现

的阶段性特征是否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存在

某种隐秘的联系呢？李圣军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

能够影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7]。我国 70余年的经济

发展呈现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此期间的农

业机械化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已有关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研究大部分集中

在农业机械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上，研究

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劳动力转移比例或者

速度、农机人员受教育程度、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

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显著正向

影响[8,9]；机电排灌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柴油发动

机动力等是影响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最主要因

素[8-10]；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户均人口数、水稻播

种面积比重、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山地面积对农业机

械化水平提高有负向影响[11]；农业机械销售价格和

政策变化也具有显著影响[12]。易中懿等[13]研究了自

然环境、经济环境、人口环境、种植结构和技术环

境等对我国南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

播种机械化水平与宏观因素相关性不显著，耕地、

灌溉、植保和收获的械化水平均与宏观因素显著相

关。张敏等[14]构建新型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评价体

系，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划分为 5类区域探

讨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区域特点和制约瓶颈。 

部分研究探讨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阶段。杨

敏丽等[15]建立了以农机作业、能力、效益为核心的

农业机械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发展阶段模糊

评判模型对我国及各地区农业机械化所处发展阶

段进行了评判。何怀平[16]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划

分为行政推动阶段（1949—1980 年）、机制转换阶

段（1981—1994年）、市场导向阶段（1995年—），

并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方师乐等[17]从现实路径和

中国特色两个维度出发，将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划

分为农机大型化起步阶段（1949—1962 年）、并驾

齐驱阶段（1963—1978年）、农机小型化阶段（1979

—2003年）和农机大型化回归阶段（2004年—），

分析了农业机械化进程中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经

营制度和农业机械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焦长权等[18]

将农业机械化革命历程分为起步阶段（1980—2000

年）和飞速发展阶段（2000—2015 年），认为中国

在 2020 年进入农业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但是少

有学者从经济发展阶段变更视角来分析农业机械

化的发展变化，本文拟结合蔡昉划分中国经济发展

阶段的思路，基于要素结构变化、要素冲突，分析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矛盾的变化和农业机械化

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

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更与要素配置

变化 

借鉴蔡昉在《读懂中国经济》中关于大国拐点

与转型路径的论述可知，世界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工

业革命前的“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刘易斯二元经

济发展阶段、刘易斯转折阶段（主要在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和索洛新古典增长阶段。中国也不例外，

其经济发展阶段也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且要素

配置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更出现相应变化。 

1．“马尔萨斯陷阱”阶段（1949—1978 年）：

要素质量低下且流动性固化 

我国 1978 年以前农村要素质量低下且流动性

固化。要素质量低下主要表现为“三低”，即低资

本量、低劳动力质量、低土地质量。低资本量表现

为贫穷。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52—1978年，中国

人均 GDP 仅从 119 元增长到 385 元，极低的人均

收入影响农业资本积累和农业经济增长，使得农业

机械的吸纳和使用能力自然处于低水平。同时，农

业机械企业生产力水平低，农业机械能耗高，价格

高，使得农户难以承受高昂的机械生产成本。低劳

动力质量表现为高文盲率。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

文盲率超 80%，缺乏熟练的农业技能人才，低质劳

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物质生产活动。低土地质量表

现为低土地生产效率。农地没有得到较好的综合治

理，中低产田占到耕地面积的 70%左右，并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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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机耕道等适应机械化发展的基础设施，阻碍

了农业机械的使用[19]。要素流动性固化表现为人口

大量“淤积”在农村。除去“大跃进”时期，

1949—1978年我国人口始终处于“高出生率、低死

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增长阶段，导致人口急剧

增长，从 50年代的 5.5亿增加到 1978年的近 10亿，

人地矛盾日渐突出，1949 年农村人口占比约为

87.3%，1978年仍然高达 82.1%。（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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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0—2019 年总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成，农村人口占比采用农村

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表示。  
2．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1979—2003年）：

要素规模化流动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传统部门存在

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现代生产部门，剩余劳动力

的无限供给即“人口红利”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据蔡昉[20]的研究，1982—2010年的“人口红利”对

中国人均 GDP的贡献率达 26.8%。伴随着经济高速

增长，资本积累和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促使农业

机械化发展速度逐年加快。改革开放后，积累性的

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符合二元经济发展的

条件，主要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离土不离乡”阶段：主要是要素县域内流动。

家庭承包经营制在全国范围推广后，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农村部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忙时在

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形成了“离土不离乡”

的局面[21]。乡镇企业从 1978年 152.4万家迅速增加

到 1994年的 2494.5万家。1994年，乡镇企业吸收

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业人员达 12017万人，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 26.8% [22]。 

“离土又离乡”阶段：要素城乡流动和跨区域

流动。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目标，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

转移，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农业劳动

力占比不断下降，据统计，1990—1995年农村劳动

力转移总量达 5227万，80%以上的外出劳动力进入

城镇地区，开始由就地就业转变为异地就业[23]，形

成了“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 

3．刘易斯转折阶段（2004—2020年）：要素流

动引致性短缺和市场竞争 

刘易斯转折阶段可分为农业劳动力工资上涨

阶段（从刘易斯转折点到库兹涅茨转折点）和城乡

收入差距缩小阶段（从库兹涅茨转折点到“商业化

点”）[24]。基于要素稀缺程度变化带来的农业要素

报酬不断提升的现实，打破城乡隔离的要素流动性

进一步增强。 

农业劳动力工资上涨阶段（2004—2010 年）：

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区域性错配。2004

年后，农业劳动力不再具备无限供给特性，部分沿

海地区出现了“招工难、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

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25]。同时，在农村也出

现了“谁来种粮”和“地怎么种”的问题，破解这

两道难题需要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不同农业行业

间劳动力配置的扭曲直接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研究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错配相

对严重，如果消除错配会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增长 20% 以上[26]。那么，作为技术进步的

重要体现方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起到改

善农业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因此，在 2004 年，国

家在减免农业税的基础上，推行粮食直补、良种补

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鼓励提高农

机产品使用率，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农机补贴，大大

推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阶段（2011—2020 年）：表

现为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劳动力农业内部错

配得到有效改善。城乡收入比由 1978 年的 2.5∶1

上升到 2009 年的 3.33∶1，但从 2010 年开始，城

乡收入比逐年降低，到 2019 年为 2.7∶1，呈现出

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特征。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促

进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劳动力

错配，2003—2017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错配程度由

0.63降为 0.32，整体配置呈现越来越合理的状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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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推进农村三

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

实施，返乡创业人员在 2019 年超过 800 万，带动

就业人数达 3000 万，有力地提高了农业就业人员

工资水平，改善了农业劳动力结构。 

4．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2021年—）：城乡要

素市场一体化和市场竞争配置 

中国经济跨越商业化点之后进入新古典经济

增长阶段，该阶段中没有任何红利和剩余劳动力，

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只能通过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其表现之一是工农劳动

边际生产力趋近相等，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正得到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要素市场基本

上实现一体化。由于要素稀缺，市场竞争导致要素

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竞争突出，引致城乡劳动力

工资趋同和经济增长减速[28-30]，同时，土地交易市

场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进一步提高城乡要素综

合市场化水平，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三、要素结构性矛盾演化下的农业机械

化发展变化 

1．“马尔萨斯陷阱”阶段的农业机械化：要素

固化排挤农业机械的使用 

纵观“马尔萨斯陷阱”发展阶段，农机总动力

呈缓慢上升趋势（图 2），农机总动力在 1949—1978

年从 8.01万千瓦增加到 11749.9万千瓦。虽然农业

机械化水平相较于新中国成立时有较大提升，但与

国外仍有明显差距，直到 1978 年，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仅达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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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0—2019 年农机总动力与城镇人口占比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成  

尽管我国早在 1954 年就提出“实现工业、农

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

各种政策扶持下农业机械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合作社制度、户籍制度和“粮食关系”等因素

将劳动力固化在农村，排挤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

用，难以满足农业机械大规模发展的条件。一是合

作社制度因素。当时处于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由于

计划统计工作落后和合作社经营效率不高，合作化

过程中出现了非自愿入社和强行收购的现象，违背

了农民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31]。

二是户籍制度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

例》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只

有通过升学、入伍等稀缺机会实现市民化，形成了

初步的“二元户籍制度”。三是“粮食关系”因素。

城镇居民实施严格的粮食供应制度，没有户口不供

应粮食，并且鼓励城市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从事

农业生产活动。“粮食关系”严格控制了人口的流

动，将农民牢牢锁定在农村[32]。由于劳动力固化在

农村，农业机械需求动力不足，因此，农业机械化

发展缓慢。 

2．刘易斯二元经济阶段的农业机械化：要素

流动半径影响农业机械的推广 

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发生了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人均 GDP 快速增长，农村劳动人

口非农化日益严重，农村出现“老龄化”“空心化”

趋势，因此，该阶段劳动力的流动是影响农业机械

发展的主要因素。 

（1）“离土不离乡”阶段的农业机械化：劳动

力小半径流动阻碍农业机械使用 

在“离土不离乡”阶段中，小半径劳动力流动

也难以推动农业机械大规模使用。1978—1992年，

农机总动力从 11749.9 万千瓦增加到 30308.4 万千

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由 19.66%提高到 29.6%

左右。家庭承包经营制下，“农闲时进城务工，农

忙时回乡务农”主要归因于：1）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乡镇企业的“本土化、分散化”发展为农民就

近转移提供了上亿的岗位，同时加快了工业化、城

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2%提高

1992年的到 27.63%。2）劳动力的“两根拐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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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一根拐杖是务农有粮食吃，一根是务工工

资增加收入，有钱用。3）“故土难迁”的风险规避

思想。当时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人力资本

的不足使得农民是风险规避型的人，不是利润最大

化的“经济人”。自然经济中的分散和保守色彩，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地域转移范围，更容易

接受就近转移的方式[33]。 

（2）“离土又离乡”阶段的农业机械化：劳动

力大半径流动促进农业机械使用 

大半径劳动力流动后，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迅

速提高，农机总动力从 1992 年的 3.03 亿千瓦上升

到 2004年的 6.4亿千瓦，年增长率为 6.43%，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 2004 年提高到 34.3%。主要归因

于：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润滑和促

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

了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国家确定资源

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大规模的劳动力大半径转移成

为可能，形成“离土又离乡”的局面，这实际上是

便于农业机械引入农业生产的。2）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和区域性布局不均衡。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

力，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占比从 1993 年的

56.2%提高到 2004年的 65.1%，区域工业化发展不

平衡性加剧，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

和载体。3）农业机械跨区服务的发展。1979—2003

年为农机小型化阶段，大中型农机具持有量减少

（表 1），但九十年代，针对农户土地细碎化问题，

农机跨区作业的新方式迅速发展，大型农机被广泛

运用到中国的小规模农业中。农机跨区服务提高了

农机使用效率和无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使进城务工劳动力得到解放，并且推动

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34]。4）农村劳动力结构

的变化和土地流转促进农业机械的使用。由于农村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导致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农

地大面积撂荒，农村人口占比 2004 年下降到 50%

左右。并且，大部分滞留在农村的人口为“386199

部队”，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例更低，需要

大规模引入农业机械来弥补农村劳动力的短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推进了土地规模经营，便于

引入农业机械。 

理论上分析，农业机械化水平会随着劳动力流

动半径的扩大而加速提高。但从数据来看，随着劳

动力流动半径的扩大，以农机总动力和耕种收机械

化率表示的农业机械化率增速相对下降了。主要因

为：1）农业机械化率到达一个高水平，基数变大

以后，增速必然是下降的。农业机械的高质量发展

不等于提高农业机械化率，而更多的要关注农业机

械化水平的提高。高质量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是仅

仅用农机总动力和耕种收机械化来衡量的，例如出

现的智能化、多样化动力和全产业链的农机。2）

由于物价上涨推动成本提升压缩了利润空间，降低

了农户应用农机的意愿。1986—2001年间，国内粮

食实际价格呈下降趋势[35]，而物价水平持续高涨，

致使农业机械使用成本过高，严重阻碍了农业机械

的使用。 

表 1 1978 年后主要年份农业机械拥有量 

年份

农业机械

总动力/
万千瓦 

大中型拖拉

机数量/
万台 

小型拖拉

机数量/ 
万台 

联合收割机

数量/万台 
机动脱粒机

数量/万台

1978 11 749.90 55.74 137.30 1.90 210.60 

1982 16 614.20 81.24 228.70 3.39 258.40 

1986 22 950.00 86.65 452.60 3.09 367.60 

1990 28 707.70 81.35 698.10 3.87 493.30 

1994 33 802.50 69.32 823.67 6.39 575.98 

1998 45 207.70 72.52 1 122.06 18.26 760.77 

2002 57 929.90 91.17 1 339.39 31.01 898.27 

2006 72 522.10 171.82 1 567.90 56.56 965.64 

2010 92 780.48 392.17 1 785.79 99.21 1 016.80 

2014 108 056.58 567.95 1 729.77 158.46 1 048.96 

2018 100 371.74 421.99 1 818.26 205.92 1 039.52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成。  
3．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农业机械化：要素短缺

与国家政策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 

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短缺与政府补贴

政策双重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随着普通劳

动者工资上涨，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持续转移，农村

从业人口减少致使农业生产总值占比逐年下降。短

期内不可能通过提高劳动人口数量来发展农业，城

镇劳动力也不可能大规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因

此，通过使用农业机械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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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成为切实可行的途径。此外，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实施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200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

促进法》，对改善农业装备结构、提高农业机械化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对农业机械的投入力度不

断加大，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从 2004 年的

0.7亿元增加到 2019年的 18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农机总动力从

2004年的 64027.91万千瓦增加到 2019年的 102708

万千瓦，年均增长率约为 3.2%。农机工业总产值成

倍增长，2012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农机制造国和消

费国。 

但是，从表象来看，农业机械化发展较上阶段

仍然是减速的，主要归因于：1）农业机械供给不

适应“农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农业结构调整的需

要。土地流转可促进农民增收[36]，但部分企业流转

土地后并不从事粮食作物的生产，转向经济作物或

其他高利润产业，使得传统农机无法适应农作物的

转换，阻碍了农业机械的使用。2）农机高质量发

展不足，进口替代空间大。我国农机产品主要集中

在动力机械、粮食生产机械等传统农机上，并且大

部分农业机械安全性、可靠性不强，农机田间作业

亩均动力在发达国家的五六倍之上，机收损失占比

大。2015 年我国农机产业总规模约为 3800 亿元，

高端农机仅占 300亿元左右，国内市场高端农机被

欧洲、日本等国外企业垄断。因此，实现高端农机

国产化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4．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农业机械化：要素竞

争推进农业机械化创新 

进入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以后，要素短缺必然

引致市场竞争，资本、技术、人才的竞争推动资源

配置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农业机械化水

平快速提升，即进入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农机研制、购机补贴、农机互助、农田整治、加

快转型等方面“多管齐下”，推动了农业机械化高质

量发展：一是适应性。农业机械的适应性逐步提高，

适用于水田、旱田、果蔬业、畜牧业的机械，还有

覆盖产前、中、后所有环节的全套农机大量生产。

二是智能化。强化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对农机装

备的智能提升作用，简化农业机械操作难度。三是

本土化。实现农机的本土替代，本地农机制造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自主研发的农机占领主要市场。 

农业机械化实现高速、高质发展的主要原因可

归结为以下几点：1）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机

全面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的现实出路[37]，随着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成为

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38]，有效实现了全范围性的大

型农业机械使用。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

赋状况等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因此，农业机械

的发展也将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平原地区走适应大

农场的农业机械化道路，在丘陵、山地等地区进行

农田适机化改造，逐步由小型农机向大型农机转

变。2）农机企业“创造性破坏”实现行业高水平

发展。农业机械科技的“创造性破坏”和制造环境

的改善，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将淘汰低质农机企业，

推动高质农机企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农业

机械生产效率。如我国首台 5G 氢燃料电动拖拉机

“洛阳号”，开启了农机清洁动力时代。3）技术进

步推进农业机械实现全产业链延伸。新技术、新产

业、新农机在全产业链提高农机综合使用效率。目

前，农业机械化主要集中在耕、种、收环节，随着

技术进步渗透到产业链，将实现播、灌、耕种收、

包装、加工、储运和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机械化。4）

农机专业人才培养，实现农机行业人力资本质量全

面提高。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合力促

进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和高质量发展。 

综上分析，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具有典型的阶

段性特征，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发展特征的

明显分异（图 3）。在图 3中，C点代表刘易斯转折

点，D点代表库兹涅茨转折点，E点代表商业化点，

F点代表资源配置优化点。“马尔萨斯陷阱”发展阶

段，农机发展处于“锁定”状态（AB段）；进入刘

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后，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

移，要素替代使得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BC段）；

到刘易斯转折阶段，要素竞争性质和劳动配置距离

的影响使得农机发展速度减缓（CE段）；进入新古

典增长阶段后，农业科技的引入和要素稀缺，将促

进我国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EF段），资源配置

达到优化后将重新减速发展（F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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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在不同经

济发展阶段呈现了不同的发展特征，采取的政策侧

重点也应当有所区别。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需要着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机械生产效率，

逐步实现农业机械由“量”向“质”的转变，因此，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是实施农地流转规范工程和土地改良工程，

推进“地机适配”。在规范农地流转的基础上，加大

土地整治和改良力度，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高标

准化，以适应农业机械的引入和使用。同时，创新

农机地域适应机制，缓解农机发展地域不匹配的矛

盾。二是围绕全产业链推进农机高质量发展。围绕

农业生产全产业链推动农业机械装备产业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展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农机。在巩

固生产领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前提下，推动加工、

储藏等领域农业机械发展。三是加强农业机械行业

精细化管理，提高农机制造企业准入门槛。完善农

机制造行业重点领域体系，提高农机装备质量安全

标准，培育农业机械龙头企业，加快农机产业集聚

促进农机装备转型发展。同时，加快农机专业合作

社和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提高农机组织性和

生产效率。四是实现农机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突

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农机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机

行业短缺人才，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同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农业机械科技创新和

行业进步。五是完善农机支持保护政策，推进农机

高质量发展。权衡使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在要

素短缺的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规范农机补贴

流程，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国家农机补贴应该结合

阶段性目标，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资金效率，

由购机补贴逐步延伸到制机、用机、护机等领域,促

进农业机械补贴纵向一体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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